包容与创新是学术的永恒生命力 by 陈支平
　　　　　　史　学　月　刊　　　　　　　　　　　 ２０１６年　　第 ３ 期
《史学月刊》创刊６５周年笔谈
　　【编者按】　今年是《史学月刊》（原名《新史学通讯》）创刊６５周年。自创刊伊始，刊物即树立起“新史学”的大旗，
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后，《史学月刊》坚持思
想解放与实事求是的办刊方针，在发展中不断追求卓越，根据时代需求，进一步突出刊物的学术性、实证性、理论性和
思想性特色，在全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本刊从最初只有１６页篇幅的“四小刊物”，到今天位居史学界发稿最为
宏富的学术大刊。它在体现历史使命感的社会责任、引领学术发展的历史担当和培养史学新人方面的努力，使其雄
踞国内历史学期刊前列。近年，刊物相继入选国家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期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２０１５年又
荣获全国社科百强期刊。一些欧美国家和日本的史学类有关索引定期摘录本刊目录。《史学月刊》已成为国内外学术
界广泛认可、有自己独立办刊风格和特色的大型学术刊物。值此６５周年之际，特约学人寄语，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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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岁末，我收到台湾大学黄慕萱和甘怀真两位教授的来信，说的是他们现在正共同主持一
项计划，“为建置数据库汇整两岸出版之优秀期刊”。因此希望我就他们列举认定的大陆１０种最有学
术影响力的历史学刊物，提出自己的意见。这１０种历史学刊物的排列顺序分别是：《历史研究》《近代
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农史》《清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历史地
理论丛》《史学理论研究》。在这个排列顺序中，《史学月刊》作为中国大陆历史学的优秀期刊，名列前
茅。尤为难得的是，《史学月刊》作为以上优秀期刊中唯一由地方高校所创办的刊物，能够取得如此骄
人的学术成绩，不得不令人多有思考。
以我个人肤浅的理解，《史学月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主要在于刊物始终坚持了学
术包容和学术创新的两大原则。《史学月刊》是一个有关历史学的综合性刊物，她不仅要照顾到中国
史、世界史、考古学等三个不同一级学科的不同时段、学术意趣各异的学术论文，尽可能地在刊物中充
分反映出古今中外历史学发展的整体概貌；而且在各个不同时段、不同领域的研究论述上，也尽可能
地兼收包容各种不同学术风格的文章，开辟了诸如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生态
环境史、文化史、学术史、电脑与史学应用、新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等学术专栏。谨举我自己的经历为
例。我的基础专业是中国古代史中的“明清史”，２００５年，我在《史学月刊》第１２期发表了《努力开拓
民间文书研究的新局面》，这是一篇探讨民间文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文章，可以说是比较宏观性的
论述。而在２０１１年，我在《史学月刊》第６期上发表了《新发现的明代太监张敏资料释读》，这是一篇
极为微观的、带有某种传统考证形式的明代历史中的细部考察。可以说，我所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完
全是两种不同风格的学术论文，承蒙刊物编辑的不弃，概予采用。从我个人的这个小小的例子中，就
能看出《史学月刊》所秉持的兼容并包的办刊原则。而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办刊原则，使得《史学月
刊》充分发挥了刊物的学术容量，从而在中国大陆的综合性历史学刊物中，储备了屈指可数的学术信
息量，为广大历史学者所广征博引，建立了同类刊物中不可忽视的学术影响力。
《史学月刊》作为历史学的一份综合性刊物，仅有兼容并包的办刊原则还是不够的，因为仅仅满足
于照顾到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等大历史学科的方方面面，也有可能使得刊物流于一般化，成为年鉴
式的介绍性刊物。显然，《史学月刊》在坚持兼容并包办刊原则的同时，又始终把学术创新作为刊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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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另一个努力不懈的方向。所谓学术创新，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在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的认
知中，似乎“学术创新”就是引进国外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来从事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我认为这种看法
有失偏颇。历史学的学术创新，还是应该基本遵循陈寅恪先生半个多世纪的概念，即“新资料、新观
点”。从陈先生这“二新”的概念出发，凡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在学术上有所发见的文章，都应该
是一种创新。当然，学术创新同时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对于历史学的关
注焦点及思考方式会有所变化，紧紧地把握历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是历史学刊物掌握和引领学术前
沿的必然法则。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重温《史学月刊》所发表的所有论文，就能十分清楚地了解到刊物在学术
创新上的不懈努力。刊物中所发表过的论文，尽管领域不同，风格不同，理论与方法论的运用各异，但
基本上都是言之有物，没有人云亦云地抄袭式的论调，经得起时间的验证。特别是当历史学界出现某
种新的前沿动态与研究热点时，《史学月刊》都能够及时地予以高度关注与善加引导。还是举我个人
的例子。我们厦门大学历史系，自傅衣凌教授、杨国桢教授以来，都比较注重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与
研究，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学术优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特别是２１世纪以来，搜集、整理、研究民间文
书成了国内历史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学术热点。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月刊》不失时机地在刊物中刊
发相关的研究成果，引导民间文书的研究走向深入。汪维真编辑约我撰写文章，谈谈我们搜集、整理、
研究民间文书的心得。我的《努力开拓民间文书研究的新局面》就是在这种情景下撰写并且发表在
《史学月刊》上的。时至今日，我自己感觉这篇文章对于推进民间文书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史学月刊》对于学术的兼容并包与引导创新，无疑是这个刊物得到国内外学界高度认可与雄踞
国内历史学期刊前列的生命力之所在。学术的兼容并包，才能达到“有容乃大”的广阔境界；而注重创
新与引导创新，才能使刊物始终站立在学术的前沿阵地，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学术源泉。
我本人所从事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是我国学术积累相对久远而又深厚的一门学
科，人们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探索研究，涉及面广，成果也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何坚持自己的学术
立场，坚持学术创新，同样是我们每一位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人所应该思考的问题。下面，我谨
就当前中国史研究中所出现的两个新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
一、关于兼顾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现实性与学术创新的问题。中国历史学的优秀传统之一，就是
“以史为鉴”，提倡历史学的研究，必须为现实社会服务。这一史学传统与史学功能，不管你愿意与否，
都是我们所必需秉承的。问题是，我们作为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应该如何把握坚持学术立场、学术
创新与服务社会的边界？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发掘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这就为
我们今天在新的形势之下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应该积极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
及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发掘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无疑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史的学术研究，具有相当良好
的正面作用。众所周知，作为一种政府的行为，又很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响应，甚至演变成为某
种形式的“群众性运动”。举目前最为热门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为例。自从２０１３年习近平主席
率先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以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迅速成为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热
门话题。大家开口“海丝”，闭口“海丝”，尤其是在面临大海的福建区域，在省委领导的倡导下，研究
“海丝”的“专家学者”一下子冒出了成百上千之多，使得包括各级领导在内的社会各界深受鼓舞。然
而，从学术的立场来观察，此次兴起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文化随大流的意味大大超
过深入细致而又严谨创新的学术研究。各地纷纷热衷于“海丝”标志性建筑物的建造，大型“海丝”历
史文化论坛、文化艺术节的举办，有关“海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
“海丝”究竟是怎样的文化定义？包含哪些内涵？如何开展切实可行的学术研究，就比较少人关心了。
而这种群众性运动式的文化随大流活动，虽然也搜集了不少所谓的“学术论文”，但是大家应景者多，
老生常谈，抄来抄去，生产出不少的学术垃圾。因此，以我个人的认知，对于近年来迅速掀起的“海丝
历史文化”热潮，并不感到十分的乐观。在当前国内的其他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由政府所提倡的历史
文化研究与弘扬活动，大多类此。
各级政府大力提倡发掘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及“海丝历史文化”等，对于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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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协作关系，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都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但
是对于深入开展中华优秀文化以及“海丝历史文化”等的学术研究来说，这种提倡是一把双刃剑。它
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海丝历史文化”学术研究的繁荣进步，也容易使“海丝文化”学术研究走向
功利化和庸俗化。如何坚持“海丝历史文化”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创新性，避免中华优秀文化以及“海
丝历史文化”学术研究流向功利化和庸俗化，不能不是我们学界所应警觉思考的一个迫切问题。
当前的一些发掘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热门话题，往往是“新瓶装旧酒”，换了一个新鲜的名词而
已。用一种新的名词替代旧有的名词，而在内容上没有更多的拓展与充实，这在学术上是没有意义
的，至少是意义不大。再举“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为例。从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开展中外关系史以
来，大家比较惯用的名词，主要有“中外交通史”“中外交流史”“海外交通史”等等。因此之故，到了改
革开放之后，国家允准成立某些学术群众团体组织，于是便有了“中外交通史研究会”“中外文化交流
史研究会”一类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到了２０世纪末，国家重视海洋权益，于是，诸如“海洋历史文化”
“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等等的新名词出现了。但是，不论是早期的“中外交通史”，还是２０、２１世纪之
交的“海洋历史文化”，大家的学术研究意趣，基本上集中在汉唐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与中外社会经济
史即海外贸易及移民这两大领域。近年来，由于国家及地方各级领导人的倡导，“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的风头很快就盖过了以往的种种称呼，成为最崇贵、最新颖的学术与文化名词。名称虽然崇贵、新颖，
但是在研究内容上却较少超越以往学界所从事的“中外交通史”“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的范围。
无论是发掘弘扬传统优秀文化，还是深化中国古代史研究，都有一个进一步开阔学术视野、拓展
研究领域的时代要求。发掘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积极为现实服务，是应该建立在学术创新的基础之上
的。因此，我认为当今的发掘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深化中国古代史研究，还是需要一如既往地秉承《史
学月刊》的一贯宗旨，在兼容并包的同时，努力在以往学术研究的成就之上，密切关注、追踪、引导新的
史学研究理论及方法论的发展趋向，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发掘搜集新的历史资料，脚踏实地，力争
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成果。还是举“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为例。虽然说有关这方面的学术
研究自２０世纪初开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有了比较雄厚的学术积累，但是我相信还有不少可以开拓
的学术空间。譬如，以往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人们对于中外交通
史的研究上限，基本上是汉唐之后。对于汉唐之前的中外交通历史，大多轻轻带过、语焉不详。如果
我们借助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等学科的学术视野，就将把中外交通的历史，大大提前到公元之
前的久远时代。再如，我们现在最为热衷谈论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问题，就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人
们较多关注的是那些上层文化或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如儒、释、道等文化的中外交流与传播，而
对于民间基层文化的对外传播，则较少引起人们的应有关注。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史的角度来考察，
１７、１８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革命的成功，西方社会树立了根深蒂固的欧洲文化
中心论，对于古老中国的文化传统，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敬畏之心。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文化
的对外传播，主要就以民间生活方式及风俗习尚的方式继续向外传播，以民间生活方式及风俗习尚为
主体的民间文化对外传播，成了１８、１９世纪以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主体。民间文化的对外传播不
应被长期漠视，而深入拓展民间文化对外传播的研究，同样可以成为今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可
拓展的一片广阔的学术领域。
二、文献资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的重要性是可以与学术论点的重要性相提并论的。然而
近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似乎出现了某种重视新史料而忽视传统史料的倾向。事实上，学术的重
要性并不存在新史料与旧史料的分别。史料的重要性在于研究者的学术眼光与辨析能力。假如史学
研究者缺乏应有的学术眼光与辨析能力，任何文献资料都将变得无足轻重。
传统史料，也就是所谓的旧史料，其实它是经历了数百年以至数千年的时间检验，大部分是具有
较高的可信度的。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许多中国古代史的历史事实，基本上是建立在传统史料的研判
基础上得以印证的。而许多近年来发现的所谓新史料，在很多场合实际上只是作为进一步印证传统
史料所已得出的历史事实而已，真正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新史料并不多。如果我们一味地蔑视传统史
料，过度渲染新发现的史料的学术价值，无疑是一种舍近求远的偏颇之举。学术是需要历史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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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充分掌握、理解传统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辨析和运用新史料，这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
的，而不是顾此失彼、重此轻彼的。
新史料的发现固然对于推进历史学的深化研究是一件好事。但是新史料唯其为“新”，就有一个
必须加以鉴别、分析和善用的问题。举我所比较熟悉的民间文书来说。近年来，全国各地民间文书的
发现层出不穷，形势喜人。然而与民间文书大量涌现所不成比例的，是以民间文书为基本史料进行学
术研究的新成果相对稀少。究其原因，则是我们的民间文书发现者，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民间文书的
学术重要性。我在《史学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发表的《努力开拓民间文书研究的新局面》一文中就这
样说道：我们以往研究契约文书，往往是就契约文书论契约文书，比如研究土地买卖关系，就把同一地
区的土地契约文书搜集在一起，从中寻求一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线索，形成自己的论点。这种就契约
文书论契约文书的研究方法，必然出现一纸典型文书等同于若干纸甚至成千上万纸契约文书的情景。
就契约文书论契约文书的最大缺陷，就是忽视或遗忘了产生这些契约文书的社会背景。民间契约文
书的发现也应该同考古资料的发现一样，需要有“地层”的保护。民间文书的“地层保护”，就是产生这
些契约文书的社会背景。我们现在搜集来的许多契约文书，甚至可以说其中的绝大部分，由于与契约
文书产生的时代相对遥远，时过境迁。尤其是这些年来文物商人的介入，使得大量的民间文书失去了
它原来的“家园”，我们无法了解这些民间文书所产生的社会背景。民间文书完全脱离了它所产生、存
在的社会背景，就不能不大大失去它应有的历史学术价值。
因此，当我们面对大量新的文献资料时，切不可匆匆忙忙地宣称有些什么重要的发现，而是应该
先经过实事求是的鉴别、分析之后，恰如其分地予以善用。当然，这些年来学界出现某些蔑视传统史
料、过度渲染新史料的倾向，可能跟社会上所出现的浮躁风气有所关系。我们经常可以从媒体的宣传
中，见到诸如什么考古发掘有了惊天发现、已经把什么历史推前了多少多少年；在什么什么地方发现
了新的证据，已经推翻了以往的什么什么历史定论。弄得我们这些真正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同行，
经常处于一头雾水之中。我们从事历史学研究的最基本立场，就是严谨客观，对于传统史料也好，新
发现的史料也好，都还是应该秉持这样的立场。
我在这里所谈到的关于当前中国史研究中所出现的两个新问题，无非就是希望表达我对中国古
代史研究必须秉持我们固有的历史学严谨客观的学术立场，在深化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发明的期许。
而这种期许，正是《史学月刊》多年来所一直追求奋斗的目标。我愿以这篇短文，恭祝《史学月刊》６５
大寿，望《史学月刊》越办越好！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１－０３
作者陈支平，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史学研究贵在“开新”
马　敏
《史学月刊》在我国公开发行的史学类期刊中，虽然名声不像《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
究》等一流名刊那么大，刊物所在地又僻处开封河南大学，但在同类刊物中却办得极富特色，在同行中
享有很高的口碑，是我最喜欢读的史学刊物之一，也是我常年收藏的史学刊物之一。这就像敝校的校
花———桂花一样，花瓣虽小，颜色也不若牡丹、玫瑰那般雍荣富贵、鲜艳夺目，但却暗香浮动，沁人心
脾，经得长久，耐得寂寞，高贵而典雅。
对我而言，《史学月刊》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即我的学术论文处女作———《中国第一部商法》就是
在该刊发表的。该文发表于《史学月刊》１９８４年第１期，当时我正跟随章开沅老师攻读硕士学位，正
·８·
